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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ing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with Shared Bicycle Data on Urban 
Transit Stations Catchments Analysis

万  涛  李乐园  马  山  施  澄    WAN Tao, LI Leyuan, MA Shan, SHI Cheng

骑行接驳是解决轨道交通站点“最后一公里”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共享单车对于轨道站点接驳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出现

大幅度提升了轨道交通的服务能力和出行品质。传统问询调查缺乏对慢行接驳的有效采样，而模型推断又缺乏实证数据

验证，新型信息化数据有助于解决该问题。以天津市为例，融合手机信令数据与共享单车数据，有效识别接驳各轨道交通

站点的共享单车骑行记录，实现对轨道交通站点的共享单车辐射范围的准确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轨道交通站点共享单

车辐射范围的4种基本空间形态类型，并揭示不同类型与所处区位、道路密度、周边城市开发情况的相关性。针对不同的接

驳形态类型与站点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城市用地开发策略和交通接驳设施优化方案。

Bicyling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last mile problem around rail transit site. The shared bicyc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ck situation connection,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service capacity and travel quality of the rail transit. The traditional inquiry 

survey lacks effective sampling rate, and the transport model inference lacks empirical data verification. New information data can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Taking Tianj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bines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and shared bicycle data, effectively 

identifies the riding records of each rail transit station, and accurately analyzes the shared bicycle radiation range of rail transit st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ur basic types of spatial patterns of shared bicycle radiation range at rail transit stations, and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types related to location, road density, and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cit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connection 

types and different sit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urban l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ransportation interchange 

facilities optimization programs.

0   引言

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是城市中具有

高速、大容量和封闭性特点的运输工具，在改

善城市交通结构、优化城市结构、促进用地开

发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轨道交通出行无法满

足“门到门”的要求，轨道交通站点是进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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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系统的转换门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是

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所在。站点辐射范围是轨道

交通服务能力最直接的体现，研究轨道交通站

点的辐射范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针对轨道辐射范围的相关成果可

分为3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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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为核心的影响圈层的划分。卡尔索普在

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了轨道交通站点的直

接影响区和间接影响区（或次级区域）的概

念，直接影响区为站点周边半径在1/4—1/2英

里，即400—800 m以内的区域；次级区域圈

层的覆盖半径扩大至1英里，即1.6 km左右，

步行尺度是划分直接影响圈层的主要因素[1]。

该划分标准的影响较大，站点周边半英里范

围成为TOD研究与实践中界定轨道交通车站

直接影响区被接受最广的标准并扩散到其他

领域，我国学者根据国内城市情况进行修正，

提出确定轨道站点步行尺度需综合考虑步

行环境、用地功能等因素[1]。Erick Guerra，

Robert Cervero等从预测站点客流角度出

发，使用多个美国城市的轨道客流与站点周

边人口、就业岗位数据检验了半英里直接影

响区的设定[2]，指出半英里范围内的人口和

1/4英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数量是解释轨道

交通站点客流的强相关指标。第二种类型研

究是在一定的时间阈值内考虑不同接驳方式

在速度差异条件下的覆盖范围。与第一种类

型的研究相比，这一类型的研究较好地考虑

了不同接驳方式的速度差异，对合理配置站

点周边的接驳设施、研究轨道站点间接影响

区等方面更具指导作用。叶益芳基于自行车

合理旅行速度的假定，通过站点问询调查数

据确定轨道交通站点自行车接驳的合理范

围，并用于自行车接驳设施规划[3]；刘祥峰以

深圳市轨道交通7号线为例，构建了一种以轨

道交通全程旅行时间最短为约束、考虑多种

接驳方式的轨道交通站点辐射范围计算模型，

并将其应用于规划接驳设施规模的估算[4]。第三

类研究使用站点周边GIS网络形态对各种接驳

方式辐射范围的影响，与前两类研究相比，较好

地考虑了轨道站点周边实际网络形态对辐射范

围的影响。如武倩楠等提出了一种考虑多方

式接驳的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区计算模型，理

论计算结果表明，在多种方式作用下轨道交

通的影响范围并非圆形[5]；如李俊芳等人使

用google地图导航功能产生的实际道路网

络出行时间与距离标定了一种车站客流吸

引范围重叠区域划分模型，并用于站点客流

预测[6]。

总体而言，轨道交通站点辐射范围的研

究已较为丰富，并成为用地开发、接驳设施规

划设计、站点客流预测等多种类型研究或应

用的重要基础。但相关研究以理论模型推算

居多，缺乏与实际数据的比较和验证，部分研

究使用了乘客问卷调查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

行了标定，但由于问卷调查数据数量偏少，且

地理位置标记仅能达到TAZ层面（城市交通

分析区，一般为0.5—1 km），因此实际效果并

不理想[6]63。

随着移动通讯设备和新型交通工具的普

及，出现了一批覆盖人群广、采样间隔密、定

位精度高的新型数据。张伟伟等借助乘客进

出地铁站手机信号需要切换位置区的原理，

获取乘客乘坐地铁出行的完整出行链，实现

典型站点的辐射范围的可视化，但提出算法

对地铁进站量的有效识别率并不高[7]。共享单

车出现后，在解决轨道交通出行“最后一公

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享单车搜集并

存储单车的“租—还”过程中的订单信息、

行驶轨迹信息和用户信息，已被应用于共享

单车在轨道影响区范围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

单车淤积区域的分析[8]。但相关研究仅通过共

享单车的停放位置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关

系来推断共享单车用户是否乘坐轨道，除轨

道交通站点外，轨道周边建筑也会产生共享

单车骑行量，仅依靠骑行的起终点位置与站

点的空间关系并不能有效识别接驳轨道交通

的骑行。

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手机信令数据与共

享单车数据的算法流程，通过将数据中包含

的手机号码按照相同机密规则加密的方式，

实现两类不同数据的关联与融合分析。通过

该算法流程，可以准确标记使用共享单车接

驳轨道交通的骑行及其接驳站点，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共享单车的轨道交通站点辐射范围

分析。

1   数据来源与技术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范围

本文主要采用2017年9月天津地区的手

机信令数据、共享单车数据研究轨道交通站

点的辐射范围。截至2017年9月，天津轨道交

通共包括M1线、M2线、M3线、M6线北段

和M9线5条运营线路，合计163 km，站点数为

105个，其中两线换乘站6个，三线换乘站1个。

全网日均客流量为98万人次/d，出行量约70

万人次，换乘系数为1.4。

1.2   手机信令数据

手机在开机状态下或使用过程中会与所

在位置周边的基站交互产生包含基站信息和

时间戳的记录，即手机信令数据。通过将基站

编号与其位置信息关联，可对用户进行定位。

本文主要使用2017年9月全月天津移动的手

机信令数据开展研究。日均活跃用户人数为

900万人，占天津市当年统计常住人口的60%

左右。信令数据在使用前已进行轻度清洗，对

连续在同一位置产生的信令记录进行合并，

最终的结果主要包含用户唯一识别码、基站

编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4个字段。日均信令

记录数为14亿条，人均日记录数为150条左

右，在信令记录产生较多的活跃时段（6:00—

22:00），记录平均时间间隔为4 min。天津市

市域范围共包含有效基站7万个，基站间隔在

50—300 m之间。

通过对轨道交通站点的专用基站进行标

记，可以识别轨道交通乘客及其上下车站点。

本文通过基站侦测软件，以路测方式对轨道

交通系统相关的基站信息进行了搜集整理，

形成轨道交通基站表，主要字段包括基站编

号、所属线路、所属站点、位置等。

1.3   共享单车数据

共享单车数据集由在天津市内开展运营

业务的某企业提供，时间为2017年9月某工作

日。该日记录数为129.8万条，其中活跃车辆

数为21.0万个，活跃用户数为53.3万，人均骑

行2.44次，车均使用次数为6.24次。数据集中

一条记录为一次从开锁到关锁的完整骑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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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主要内容包括用户编号、车辆编号、开锁

时间、开锁位置、关锁时间、关锁位置等。

2   数据融合计算流程

共享单车的用户编号为用户注册手机

号，而手机用户的唯一识别号码也是中国移

动的手机号码。本次数据融合之所以成为可

能，是由于两个运营公司合作，实现了以手机

号码为唯一主键关联的数据打通。由于中国

移动在天津的实际占有率超过70%，所以相

互交叉识别的比例也超过70%，保证了数据

采样的优质无偏性。

通过轨道交通专用基站，在手机信令数

据集中识别轨道交通乘客，通过用户ID关联，

在共享单车数据集中筛选出使用过轨道交通

出行的用户。提取这部分用户乘坐轨道交通

上车时间、站点及下车时间、站点的信息，与

共享单车骑行信息按照一定判别规则进行

判断，确定与轨道交通出行存在接驳关系的

骑行记录，并将其出行起点、终点可视化，计

算指标，得出不同站点的共享单车辐射范围

（见图1）。

判别规则主要体现在时间约束和空间约

束两个方面。以进站接驳为例，如果一次骑行

记录的关锁时间与进站时间小于8 min并且

关锁位置与上车站点之间的距离小于600 m，

则判定此次骑行为一次进站接驳轨道交通的

图2　天津市轨道交通站点实际进站量与手机提取进站量对比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天津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网络各站点辐射范围
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轨道交通站点辐射范围提取流程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骑行。出站接驳与之类似，如果一次骑行的开

锁时间与出站时间小于8 min并且开锁位置

与下车站点间的距离小于600 m，则认定此次

骑行为一次出站接驳轨道交通的骑行。时间

约束阈值与空间约束阈值主要从相关站点问

询调查的结果中获取，95%的乘客下车后在

8 min内接驳离开，按照行人的平均步行速度

4 km/h考虑，则步行距离约为500 m，考虑实

际行走路径大于直线距离，确定空间约束阈

值为600 m。

通过上述计算方法与流程处理，在手机

信令数据集中共可提取到45万人次轨道交

通出行记录（见图2），轨道交通乘客26万人

次，人均轨道交通出行1.7次/d。轨道交通全

日出行量为70万人次/d，提取到的轨道交通

出行量占全轨道交通出行量的64%，与天津

地区中国移动在3家手机运营商中的市场占

有率接近。从提取结果中获得的各站进出站

量与实际进出站量的比较结果看，相关结果

极高，且计算得到的进出站量大体相当于实

际进出站量64%的水平，表明提取结果的可

靠度较高。

通过用户关联方式及时空约束规则判

断，在共享单车数据集中共匹配到4.3万个有

轨道交通接驳共享单车行为的个体，共6.0万

条骑行记录，其中包括进站接驳记录数为2.5

万条，出站接驳记录数为3.5万条。该品牌共

享单车进站接驳轨道交通的比例为3.5%，出

站接驳比例为5%，按照同期开展的居民出行

调查的结果，共享单车进站接驳轨道交通的

比例为5%，使用该方法获得的数据低于2017

年10月开展的居民出行调查获得的共享单车

进出站接驳比例（分别为8.6%和8.8%），体

现出该品牌的共享单车的市场占有率大体在

50%左右。

3   站点辐射范围计算结果

3.1   站点辐射范围

笔者对识别出的所有接驳轨道交通骑行

远离轨道交通车站端点的位置在地图上进行

标记，并按照不同的站点赋予不同颜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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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中心城区各站点共享单车辐射的总体

效果图（见图3）。以天津市的几何中心位置

为中心，将其5 km半径作圆确定的范围界

定为城市核心区。从图3可以看出，在城市核

心区地区，由于轨道交通站点的密度较高，

各站共享单车的接驳范围呈现出饱和覆盖

的态势，整个区域均在轨道车站的辐射范围

内。核心区以外，轨道交通线路在不同的方

向上放射性延伸，轨道站点的共享单车辐射

范围呈现出以线路为中心的条带状分布态

势。绝大部分条带的宽度在3—4 km，最宽

达到6 km，折算为单向接驳骑行的距离为

1.5—3 km。

从接驳骑行的距离区间分布可看出不同

距离区间的辐射强度情况和随距离增长的辐

射衰减情况（见图4）。2 km内骑行占全部

接驳骑行量的91%，基本与放射线路的辐射

带宽宽度相符。站点辐射强度在0.4—0.6 km

区间最高，该区间内集中了近20%的接驳骑

行量。传统上认为0.6 km为步行接驳较为舒

适的范围上限，而0—0.6 km的骑行占总体接

驳比例的近40%，表明共享单车对步行接驳

出行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从核心区站点与

核心区以外站点的距离区间分布曲线对比情

况看，城市核心区内部站点的短距离接驳骑

行更多，骑行量随距离衰减的速度更快，城市

核心区站点的平均辐射范围要小于外围地区

（见图5）。城市核心区站点的上下客量更高，

在步行适宜范围内，同等距离区间上骑行分

布频率高意味着更高的骑行接驳量，从统计

结果看，中心城区站点步行适宜范围内的接

驳骑行量约占全部接驳骑行量的一半以上。

实际的单车运营结果也体现出，城市核心区

站点更容易出现高峰时段车辆在轨道站点周

围的过量集聚，引发占用公共空间和车辆淤

积等负面问题。在分析数据对应的日期，共享

单车仍处于推广期间，对使用者而言使用共

享单车的成本极低，共享单车使用存在非理

性的状况。

3.2   站点辐射的分界与交叠

大部分相邻站点间的辐射范围可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边界。在外围地区，轨道交通站点

间的分隔线主要在位于两相邻站点间的主干

道路上。分割线与两站的距离大体相等。在城

市核心地区，由于站点较为密集，且站点周边

的支次路网密度较高，站点辐射范围往往在两

站中间的位置形成，与具体道路之间没有明确

的重合或平行关系。铁路、快速路、河流等对

自行车交通的分隔作用强，因此若站点之间存

在此类分隔，辐射范围以此为界线（见图6）。

部分站点的设置，由于过于靠近快速路，存在

辐射范围被压缩的现象。如M2线芥园西道与

咸阳路之间有快速路通过，两站的辐射范围呈

现出以快速路分界的现象。两站间距约为1.3 

km，由于以快速路为界，芥园西道辐射范围被

局限在快速路300 m左右的范围内。从服务的

图6　站点辐射范围边界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共享单车接驳不同距离区间辐射衰减曲线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不同区位站点共享单车接驳不同距离区间频率分布曲线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本溪路站、勤俭道站、洪湖里站辐射范围 b 营道口站、小白楼站、下瓦房站辐射范围 c 芥园西道站、咸阳路站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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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考虑，轨道交通站点设站应当尽量避免

与铁路、河流、快速路等距离过近。

除分界现象外，轨道交通站点辐射范围

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叠现象，以及存

在着相当比例的骑行接驳者并不选择距离最

近的轨道车站作为接驳站点。交叠现象比较

明显的区域主要发生在换乘站点周边或不同

线路但距离较近的站点周边（见图7）。其可

能的原因是骑行者通过更远的骑行距离减少

换乘带来的不便。因此在考虑此类站点的接

驳设施及接驳通道时，应当按照实际的影响

范围扩大研究边界。

图8　站点辐射主要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站点辐射范围交叠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3   站点辐射的典型形态

站点的辐射形态按照所在区位、城市功

能定位、周边交通条件等因素的不同，可以分

为轴向放射型、发散放射型、两翼扩展型和周

边服务型4种典型类型（见图8）。

（1）轴向放射型（如土城站）。站点主要

分布在城市外围道路密度较低的地区，站点

周边的开发仅沿某主干道分布，骑行线路仅

能沿该道路进行辐射，范围可在放射型道路

通道上延伸4—5 km。在该类地区，沿主干道

的骑行环境和停车环境应充分加以改善，垂

直的支路系统也应加强。同时，用地开发从沿

线开发向周边延伸，充分利用骑行服务范围

的可达性优势。

（2）发散放射型（如财经大学站）。主要

为轨道交通端头站点，该站点要服务更远且

轨道无法延伸的区域，呈现出以站点为中心

向外延展的扇形辐射特征，辐射半径在4—5 

km。在该地区，一般为末端居住区，应加强较

远地区的循环巴士接驳系统，早晚高峰共享

单车潮汐平衡性问题。同时，应尽可能避免末

端地区为单一居住类型用地，规划多吸引点

的混合用地。

（3）两翼扩展型（如洪湖里站）。主要为

轨道交通站点位于主要交通干道上，在沿垂

直于线路的方向向两侧辐射，沿线一般有很

好的公交服务且不利于骑行，垂直方向为两

侧主要的服务地区，辐射距离在3—4 km。在

该地区，要改善两翼横跨主干道路的骑行过

街，垂直主干道的支路系统，应针对骑行进行

优化。

（4）周边服务型（如小白楼站）。站点主

要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密集地区，该地区服务

较为密集且均质，服务范围不大，边界主要由

其相邻站点的辐射范围相互平衡发展形成。

这是最多的一类站点，在该站点周边地区的

共享单车服务布置应该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保障基本总量即可。

4   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融合手机信令数据和共享

a 营道口站、鞍山道站、西康路站辐射范围

a 轴向放射型

c 两翼扩展型

b 发散放射型

d 周边服务型

b 王顶堤站、红旗南路站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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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数据能准确识别接驳轨道交通的骑行记

录的方法，并使用此方法提取天津地区的接

驳轨道交通骑行记录。实践证明，两类不同来

源的数据的融合具有可行性，二者都具有很

高的市场占有率，样本容量也能很好反映骑

行接驳的规律。实证数据表明，共享单车的实

际服务范围，在外围地区可达到4—6 km，覆

盖了普通公交的接驳范围，而超过90%的用户

使用距离在2 km以下，说明共享单车的使用

主要还是短距离，符合最初的定位。分析结果

直观表现了各个站点的共享单车骑行辐射范

围，在此基础上归纳4种轨道交通站点共享单

车辐射范围的空间形态特征，探讨了不同形态

类型产生的原因：与站点所处的区位、周边道

路网密度，城市开发类型都有密切的联系，具

有典型性，在其他城市也有同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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